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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塑干预：对员工工作自主性的培养 

徐长江  陈  实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金华 321004) 

摘  要  工作重塑理论强调员工自发主动、自下而上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重新塑造, 而如何对员工的工作重

塑进行干预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的热点。目前的干预研究中, 干预内容主要包括激发员工的重塑动机、帮助员

工形成良好的重塑认知与培养员工的重塑行为三个方面。它们彼此紧密联系, 研究者可以选择对某一方面进

行干预或对全部的三个方面进行干预。工作重塑的干预一般可以采用理论学习、计划制定与独立工作、反馈

讨论这一操作流程来加以实施。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讨工作重塑的概念、结构与相应测量工具, 为干预研

究提供支撑, 同时丰富干预研究的种类, 完善干预研究的技术, 并尝试运用现代科技资源, 推动干预研究的现

代化。 

关键词  工作设计; 工作重塑; 干预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自 Wrzesniewski 和 Dutton (2001)正式提出工

作重塑(job crafting)的概念以后, 这一工作设计的

新视角就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相较以往的由

管理者或经理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 工作

重塑更加强调员工自发、主动地对自己的工作进

行重新塑造, 即进行自下而上的工作设计。这种

工作设计的新变革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与产物。当

前组织变革的速度非常快, 即使是富有经验的职

业经理人也难以通过一种或几种工作设计及时、

全面地照顾到每名员工的利益。长此以往, 企业

将会面临员工压力过大、身心受损、工作效率下

降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员工能够

根据自己的特点, 自发地对所处的情境做出调整, 

将会帮助组织快速适应与应对飞速发展的现实

(Petrou, Demerouti, & Schaufeli, 2016)。不仅如此, 

研究还发现, 工作重塑对员工自身同样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 如帮助员工找寻工作意义(Ghitulescu, 

2007; Wrzesniewski, LoBuglio, Dutton, & Berg, 

2013)、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Bakker, Tims, & De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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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Vogt, Hakanen, Brauchli, Jenny, & Bauer, 

2016)、提升个人−工作匹配(Lu, Wang, Lu, Du, & 

Bakker, 2014; Tims, Derks, & Bakker, 2016)、拥有

更好的工作表现(Weseler & Niessen, 2016)、提高

员工的满意度(Slemp, Kern, & Vella-Brodrick, 2015)

等。可见, 作为一个新型理论, 工作重塑富有极强

的生命力与远大的前景。 

然而, 我们必须注意到, 尽管工作重塑的概

念已经提出了 10 余年, 但是有关工作重塑干预的

研究却不多。这是因为, 相较于以往“自上而下”

的工作干预, “自下而上”的干预必须要立足于员

工的个人需求 (Demerouti, 2014), 但不同的员工

的工作需求有所不同, 研究者或是管理者很难针

对每名员工的实际特点对其进行个性化的干预。

这就为工作重塑干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事实上, 

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之中, 员工许多的工作重塑行

为甚至并没有被管理者所注意 (赵小云 , 郭成 , 

2014)。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逐渐发现, 尽管

我们无法照顾到每名员工的工作需求, 但是通过

对员工动机、行为等因素的干预仍能有效地促进

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这些工作重塑干预研究的

出现, 不仅扩大了工作重塑的研究领域, 更证明

了工作重塑行为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加以促进 , 

从而在工作重塑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之间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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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有力的纽带, 也为实际工作中管理者培养员

工工作重塑行为提供了参考案例。目前来说, 国

外的干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果, 但国内尚无相

关研究。因此, 本文旨在对国外工作重塑干预研

究进行综述与分析, 为国内研究者提供参考, 并

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2  工作重塑干预的理论基础 

工作重塑的干预是建立在工作重塑理论的基

础之上的。目前, 人们对于工作重塑主要从三个

方面来加以理解：界限转变观、要求−资源模型观

和调节定向观。 

2.1  界限转变观 

2001 年, Wrzesniewski 和 Dutton 在整合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工作重塑这一概念, 并

将其定义为：“个体在工作中, 面对任务与人际关

系的界限时所做出的一种生理与认知方面的改

变”。他们认为工作重塑包含三个维度：认知界限

改变、人际关系界限改变与任务界限改变。其中, 

改变认知界限探讨的是个体转变对工作的看法 , 

如对工作意义的认知等; 改变人际关系界限意味

着改变工作中人际交往的质量与数量, 如在工作

中选择与哪些人交往及交往的频率; 改变任务界

限主要指改变工作活动的数量、形式与范围等 , 

如变换工作时间、转变工作方式。 

2.2  工作要求−资源观 

在 Wrzesniewsk 和 Dutton 之后, Tims 和 Bakker 

(2010)又依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ob demands– 

resources model, JD-R model)重新构造了工作重

塑的概念。她们认为工作重塑是指员工依据自己

的能力与需求, 为平衡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所做

出的改变。Tims 与 Bakker 将工作重塑具体分为三

个维度：(1)增加工作资源, 如发展工作技能、寻

求同事支持等。为便于测量, Tims, Bakker 和 Derk 

(2012)又将增加工作资源细分为增加结构性资源

与增加社会性资源。结构性资源主要包括多样化

资源、发展的机会以及工作自主性; 社会性资源则

主要包括社会支持, 上司的指导与反馈。(2)寻求

挑战性工作要求, 如主动承担新的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 在工作时间保持忙碌等。(3)减少阻碍性工作

要求, 如减少工作时间, 逃避不想面对的客户等。 

2.3  调节定向观 

有研究表明, 尽管增加工作资源、增加挑战

性工作要求和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同属于工作要

求−资源模型, 但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和其它维度

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Lichtenthaler & Fischbach, 

2016a; Petrou & Demerouti, 2015)。Lichtenthaler

和 Fischbach (2016b)认为：通过调节定向理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对员工的心理倾向和需求

加以区分,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各维度间的异质性

问题。调节定向理论由 Higgins 在 1997 年提出, 该

理论认为个体在实现目标的自我调节过程中会表

现出特定的方向或倾向 , 即调节定向 (Higgins, 

1997; 姚琦, 乐国安, 2009)。人的基本调节定向可

以分为两类：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与预防定

向(prevention focus)。促进定向反映人们的成长、

进步与发展需要, 指向理想自我(ideal self), 员工

在工作中更关注积极结果并体验到更多的正面情

绪。预防定向反映人们的安全需要, 指向应该自

我(ought self), 员工在工作中更加关注消极结果

并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因此, Lichtenthaler 和

Fischbach (2016b)提出员工在寻求接近积极的工

作特点与工作结果(增加工作资源、寻求挑战性工

作要求)时处于促进定向, 员工在寻求躲避消极的

工作特点与工作结果(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时处

于预防定向。除了对资源−要求模型观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修正外, 他们还认为 Wrzesniewski和Dutton

提出的认知转变至关重要, 不应该被放弃, 因此将

认知的改变也融合到了自己的理论中, 详见图 12。 

2.4  三种理论的关系 

界限转变观和工作要求−资源观目前得到了

学术界 多的认同。尽管两者的内容有许多重合

之处, 但仍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 二者的出发点

不同。界限转变观从个体的工作角色出发, 是一

种对原有工作任务边界的扩大或缩小 ,  如在

Wrzesniewski 和 Dutton 的文章中多次出现了

“boundary”一词, 其实质是对个体自发地对自己

的工作领域或职责进行延展或紧缩。而工作要求−

资源观则是从工作资源的角度出发, 它更像是一

种员工在工作中为了应对个人−环境的不匹配而 

                     

2 在其理论中, Lichtenthaler 和 Fischbach (2016b)并未将认

知因素作为一个实际的维度展现出来, 但他们指出, 工作

重塑过程中不可见的认知因素常伴随着可见的行为因素, 

并为之提供补充作用, 如改变员工的工作意义。为突出这

一特点, 本文将认知因素也作为一个维度画在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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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重塑的调节定向观 
 

采取的应对策略, 相对来说更加随意(Bruning & 

Campion, 2017)。其次, 二者所期望达成的主要目

标略有差异。界限转变观较为重视认知因素, 希

望员工通过工作重塑来转变自己对工作与组织的

看法 , 即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与组织认同感

(Wrzesniewsk & Dutton, 2001)。工作要求−资源观

则认为认知因素难以操作与测量, 希望员工通过

工作重塑来实现的是一种个人与环境的平衡, 从

而增强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幸福感(Tims & Bakker, 

2010)。 后, 二者对工作投入的解释力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由于概念与结构的不同, 二者所能解

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国内学者对两种理论对

工作投入的解释力进行比较时发现 , 工作要求−

资源观的解释力高于界限转变观, 但差异较小(尹

奎, 孙健敏, 徐贯英, 2016)。而这可能是由于二者

的解释侧重不同, 界限转变观能解释一部分认知

方面的差异 , 工作要求−资源观则能很好地解释

降低工作要求的部分。 

调节定向观主要基于工作要求−资源观。相比

于工作要求−资源观 , 调节定向观主要有两个突

出的特点：第一, 调节定向观很好地将认知因素

融入到理论中。工作要求−资源观认为认知因素难

以测量, 因此舍弃了认知因素。而调节定向观认

为认知因素实际上起着一种补充和伴随的作用 , 

这种不可见的因素能够与可见的因素共同发生作

用, 这种作用可以体现在员工对工作意义的感知

上。第二, 调节定向观对原有理论中的问题进行

了修补。原有的工作要求−资源观中, 增加工作资

源、增加挑战性工作要求和减少阻碍性工作间存

在着很大的异质性, 从而导致许多研究结果与理

论不符(Lichtenthaler & Fischbach, 2016a), 而调节

定向观通过引入个体的调节定向因素, 对这种异

质性进行了很好的分离, 从而使得工作重塑理论

更加的完备。总的来说, 调节定向观兼具了前两

种观点的优点, 更将动机变量引入工作重塑概念, 

对个体不同需求情境下的认知与行为做了区分 , 

是到目前为止 为全面、实际应用价值较高的理

论模型, 应当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 

2.5  工作重塑理论对干预研究的启示 

现有的干预方案中, 多数都以界限转变观或

工作要求−资源观为理论基础(Sakuraya, Shimazu, 

Imamura, Namba, & Kawakami, 2016; van den 

Heuvel, Demerouti, & Peeters, 2015), 而调节定向

观由于提出的时间较晚, 目前还没有检索到以其

为理论基础的干预方案。但从干预研究的发展历

程来看, 近期的干预方案已经转变了原有的单一

理论基础的模式, 开始向着多理论融合的趋势发

展, 如我们下文列举的例子中, 尽管 van Wingerden, 

Bakker 和 Derks (2017a)指出自己的干预方案以工

作要求−资源观为基础, 但实际上在该方案的 开

始, van Wingerden 等就明确表明自己的干预方案

融合了依据界限转变观所构建的密歇根工作重塑

训练(密歇根工作重塑训练详见: www.jobcrafting. 

org), 并在整体的干预方案中也多次提到了认知

因素的相关内容。这也验证了我们之前认为调节

定向观更富实用价值的判断。 

此外, 研究者们将越来越多的个体变量(特别

是动机, 如前文提到的焦点定向观)纳入进来, 对

理论进行了丰富。我们认为, 这是由工作重塑的

本质所决定的。与以往的工作设计不同, 工作重

塑的根本目标在于提升员工个人的幸福感与心理

健康水平, 而非组织的成长与盈利。因此, 它的落

脚点始终是人。个体所进行的一切改变, 寻找资

源也好、躲避阻碍性压力也好, 都是为了实现员

工的个体目标而服务的。相应地, 研究者和管理

者在进行干预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把员工放在中

心位置, 综合考虑员工因素、组织因素与两者的

交互, 以期获得 佳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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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重塑干预的内容 

如前所言, 目前有关工作重塑的干预研究成

果相对不足, 但仍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开创性的

工作, 如 Berg, Dutton, Wrzesniewski 和 Baker (2008)

设计的工作重塑训练(job crafting exercise)、van 

den Heuvel 等(2015)设计的训练程序以及 Kehr, 

Bauer, Jenny 和 Güntert (2014)构建的工作重塑信

息系统(Job Crafting Information System, JCIS)等。

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与提炼, 我们认为, 目前

国外工作重塑的干预研究主要包括激发员工的工

作重塑动机、帮助员工形成良好的重塑认知以及

培养员工的重塑行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3.1  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动机 

需求与动机是个体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 不

同的需求与动机往往促使个体产生不同的行为。

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同样会受到需求与动机的影

响, 如 Niessen, Weseler 和 Kostova (2016)的研究

证明了个体的控制需求、交往需求、获得积极自

我形象的需求均会对工作重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Petrou 和 Demerouti (2015)的研究发现基于

成长需求的促进定向与增加工作资源、增加挑战

性工作要求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基于安全需

要的预防定向则与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有着显著

的正向关系。因此我们认为, 通过激发员工的动

机来增加和维持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应该会成为

今后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通常, 对员工重塑意识唤醒的过程中就常常

伴随着对重塑动机的激发。也就是说, 当员工意

识到自己有机会对工作进行重塑时, 他/她们的重

塑动机往往会随之激发。从工作重塑理论中我们

可以发现, 工作重塑涵盖了工作的方方面面, 实

际上也并不存在太高的门槛, 即使员工仅仅是在

工作的某一方面做出了很小的改变, 如学习了一

项新的技术或者是就某件事与同事进行了沟通 , 

我们都认为这是员工在重塑自己的工作。问题在

于, 尽管研究者会判断这些细小的行为可以归为

工作重塑的范畴, 但是员工本身却并没有这种意

识, 这就使得他/她们很难去有意识、自发地产生

工作重塑的动机, 并且持续地维持这类行为。而

Lyons (2008)发现, 被试是否意识到自己能够进行

工作重塑、是否在塑造之前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会对工作重塑的成功产生重要的影响。Berg, Dutton

和 Wrzesniewski (2013)则提出建立工作重塑的心

态是进行工作重塑的前提, 个体需要拥有尝试转

变的兴趣并对结果抱有积极的预期。可见通过激

发员工的重塑意识, 进而使其产生对工作进行重

塑的动机, 这对于工作重塑干预至关重要。 

在众多研究中 , 有两种动机干预手段值得 

注意：基于网络的订制反馈(web - based tailored 

feedback) 与 工 作 重 塑 信 息 系 统 (Job Crafting 

Information System, JCIS)。基于网络的订制反馈

是指组织通过网络发放相关的问卷(如工作资源-

要求问卷), 然后根据员工的回答进行有针对性的

反馈, 从而为员工订制专属于他们的工作重塑设

计(Tims & Bakker, 2010)。这种订制反馈包含较少

的冗余信息, 便于阅读、记忆和应用, 因此不仅干

预效率更高 , 效果的延续性也更强(Noar, Benac, 

& Harris, 2007; Vandelanotte, de Bourdeaudhuij, & 

Brug, 2007)。可见, 通过持续、及时以及有针对性

的反馈, 可以有效地达到激励工作重塑行为的目

的。JCIS 是由 Kehr 等(2014)设计的旨在通过便捷、

低成本、针对性强的网络信息的使用, 来促进员

工的工作重塑行为的工具。它以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用户满意与技术接受

模型(user satisfaction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为基础, 强调通过个体的内部动机的激发, 

增加系统的用户满意度、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

性来达到激励使用者工作重塑动机的目的(Kehr, 

Bauer, Jenny, Güntert, & Kowatsch, 2013)。举例来

说, JCIS有些类似于我们日常用来推送信息的 app

或公众号, 当员工感受到 JCIS 系统中的信息对自

己有用, 能够使自己发生积极的改变时, 他们的

使用动机会被激发 , 就会选择持续不断的使用

JCIS, 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自己的工作重塑

行为。 

3.2  帮助员工形成良好的重塑认知 

Tims, Bakker, Derks 和 van Rhenen (2013)认

为, 员工需要学会将自己的能力、需求和表现与

工作环境进行恰当的匹配。传统的组织更像是一

个事务型组织, 而非学习型组织, 员工整天忙于

工作, 却忽视了对工作本身的反思与探索, 这也

是导致个人−环境冲突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 工

作重塑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要通过帮助员工对

自己的工作进行不断地认知与探索, 重新审视自

己所面对的工作任务、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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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的能力、兴趣之间的关系, 进而转变工作

状态, 与组织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Berg 等(2008)

认为, 工作重塑的训练能够帮助参与者在遇到问

题时适当后退一步, 用一种全新的、可见的视角

来对工作进行重新的解读, 以便促使参与者在寻

求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的同时, 能够用一种更加清

楚、细致、简单的方式, 来评价自己在面对日常

任务及与任务相关的动机、力量与热情, 并做出

相应的决策。 

从干预的角度来说, 帮助员工实现这样的认

知转变有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工作重塑知识的学

习与工作−个人匹配分析。在知识学习环节中, 干

预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干预目的或研究假设自由

选择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其中, 学习内容主要

集中于上述工作重塑的三个理论。学习方式则多

种多样, 如理论知识的讲授、参与者的分享或是

案例学习(Le Blanc, Demerouti, & Bakke, 2017; 

Sakuraya et al., 2016; van den Heuvel et al., 2015)。

通过对工作重塑知识的学习, 员工能够了解工作

重塑的基本概念与框架。在匹配分析环节中, 员

工需要使用相关的知识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分析 , 

并将其与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联系起来, 从而对个

人与环境间的匹配关系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具体来说, 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面临的任务及其

特性, 组织环境, 个人的兴趣、能力和人际关系状

况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方式包括：列出

自己的工作任务、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van den 

Heuvel et al., 2015); 根据花费的时间和紧迫性来

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

动机与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出概述, 并

将它们与任务进行匹配(van Wingerden, Bakker, & 

Derks, 2016); 从理想的视角来描述自己的工作 , 

从而寻找到工作重塑的意义, 并对涉及到的现有

工作情境和个人状态进行分析(Berg et al., 2013)。 

经过上述两个环节的干预后, 员工能够掌握

工作重塑的相关知识并深入了解自己的工作与能

力, 从而将自己转变到工作重塑的架构当中, 为

后续的干预打好基础。 

3.3  培养员工的重塑行为 

归根结底, 工作重塑是一种行为。在真实的工

作情景中, 工作独立性、灵活性等工作特征的差

异, 会显著影响到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Ghitulescu, 

2007; Niessen et al., 2016)。因此, 单纯的理论讲解

难以真正地帮助员工习得工作重塑行为, 任何的

干预手段 终都要落实到员工的行为实践上。因

此, 在帮助员工明确了所处的工作情景, 了解到

工作重塑的可能性后, 干预者所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帮助员工制定恰当的工作计划, 以高效地习

得工作重塑行为？或者说, 需要执行什么样的具

体的工作重塑策略？ 

概括地说, 工作重塑策略的来源有三类：研

究者的理论构思、实际工作情境重塑策略的搜集

与他人经验的分享。研究者的理论构思是指干预

者通过自身或领域内专家对相关领域的了解, 结

合某些实际经验所形成的重塑策略。如 Berg 等人

(2013)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 9 种工作重塑

技术, 分属于认知界限改变、人际关系界限改变

与任务界限改变。其中, 认知界限改变技术包括

认知扩展、认知聚焦与认知关联; 人际关系界限

改变技术包括关系建立、关系重构与关系适应 ; 

任务界限改变技术包括增加任务、强调任务与重

设任务(赵小云, 郭成, 2014)。实际工作情境重塑

策略的搜集是指干预者对某一工作领域内从业者

所使用的重塑策略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如 Fruwert 

(2014)选取了科研人员(如博士后、助教)作为自己

的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工作重塑干预方案来帮助

他们应对学术竞争所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她向

10 所荷兰大学共 250 名博士后或助教发放了电子

问卷, 成功回收 44 份答卷, 共 146 条应对策略。

这样就为自己的干预方案储备了大量的干预策

略。他人经验的分享以 Bandura 的观察学习作为

理论基础, 在相关的干预中应用得 为广泛。干

预者会为参加培训的员工分享他人在现实工作情

景中成功的工作重塑案例, 或者要求他们分享自

己过去的经历, 以此来为其他员工提供模板与范

例(Sakuraya et al., 2016; van den Heuvel et al., 

2015)。 

当员工有了这样一个工作重塑策略的数据库

或案例集之后, 他们就能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情

境, 选择恰当的工作重塑策略, 制定切实可行的

工作重塑计划。通常, 在制定好工作重塑计划后, 

员工还会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根据自己的计划进

行实践操作, 以此来保证理论知识能够转变为实

际的工作重塑行为。 

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重塑干预内容之间是既

存在着差异, 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工作重塑动机



150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6 卷 

 

 

的激发是干预的前提, 它唤醒了人们参与干预的

热情, 并发挥着维持的功能, 促进了认知与行为

的转变, 确保了干预效果; 工作重塑认知的转变

则是干预的核心成分, 是重塑行为的重要影响变

量, 能否帮助参与者建立恰当的认知体系直接决

定后续的行为实践的有效性和流畅性; 帮助参与

者表现出良好的工作重塑行为则是工作重塑的

终目的, 无论是工作重塑的动机还是认知只有

终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上才有意义。在实际的

干预研究中, 研究者既可以单独从其中的一个方

面内容入手, 也可以在干预活动中涵盖全部的三

个方面内容。 

4  工作重塑干预的操作流程 

现有的工作重塑干预操作流程大体相同, 大

都采用理论知识学习、计划制定、计划执行、反

馈与反思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的差异主要在于理

论知识学习和计划制定阶段, 有的研究选择以界

限转变观为理论基础(Sakuraya et al., 2016), 有的

则以工作要求−资源观为基础(van den Heuvel et 

al., 2015; van Wingerden, Bakker, & Derks, 2017b)。

为了便于读者对工作重塑干预的操作化流程有一

个更深入的理解与应用, 这里我们以 van Wingerden

等(2017a)对教师群体所做的一个干预研究为例 , 

详细介绍其操作的具体流程及设计思想。他们的干

预方案是基于密歇根大学工作重塑训练(Michigan 

Job Crafting Exercise; Berg et al., 2008)和工作要

求−资源模型设计的, 具体包含理论学习、计划制

定与独立工作、反馈讨论三个阶段, 共 6 个步骤

(见图 2)。这一干预方案完整地涵盖了动机激发、

认知形成与行为培养这三项内容, 具有很强的参

考价值。 

4.1  理论学习阶段 

第一步, 学员需要对自己进行个人分析, 分

析内容包括自己的优势、动机、在团队中的人际

关系和贡献, 学员间需要为他人的分析结果进行

评价与反馈。此外, 学员还需要对团队的胜任力

做出评价, 并回顾与分享团队的成就和值得自己

骄傲的地方。 

第二步 , 学员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分析 , 

包括对自己当前面临的所有任务或责任进行总结, 

并将任务根据所要求的时间进行排序：要求较少

的时间、要求中等的时间和花费大量的时间。之

后学员还会被要求按照自己的状况对任务进行分

类 , 类别包括自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的任

务、必须经常处理的任务和偶尔需要处理的任务。

分类完成后, 学员需要判断这些任务中哪些自己

可以独立完成, 哪些需要与同事合作完成, 哪些

任务需要被贴上紧急而又重要的标签。完成所有

的要求后学员需要将所有结果总结在一张纸上以

便于反复观看(van Wingerden et al., 2017a)。 

这里的理论学习过程可以看作是对社会认知

论的应用。Bandura (1989, 1991)认为学习是个体

与环境交互的产物, 同时, 学习活动常常发生于

有可供借鉴的他人经验的情景中。而上述两个步

骤所能达成的目的是：对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进

行分析、通过小组讨论学习工作重塑的相关知识

和他人的替代经验, 从而更好地激发员工工作重

塑行为的发生。 

4.2  计划制定与独立工作阶段 

第三步, 学员需要将自己的优势和动机与他

们所面临的任务相匹配。这一步是为了确保学员

能够意识到工作任务对他们的优势和动机的强化

作用, 以便他们将工作中自己的长处和感兴趣的 
 

 
 

图 2  工作重塑干预的操作流程 

(修改自：van Wingerden et al.,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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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结合在一起。 

第四步, 学员会被要求构想出工作情境中可

能出现的有意义的转变。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的原则, 学员需要讨论哪些改变可以帮助自己增

加工作资源和挑战性要求。讨论后, 学员需要制

定一份工作重塑计划, 包括工作重塑的目标和为

了增加工作资源和挑战性要求所采取的行动(van 

Wingerden et al., 2017a)。 

上述的第三步是在第一步认识自我和第二步

认识工作的基础上, 将个人与工作进行匹配, 将

工作与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联系起来, 为后面第四

步计划制定打下了更为良好的认知基础。 

在完成了上述的四步后, 即进入了独立工作

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对工作重塑行为的培

养。学员会被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自己的形塑

计划, 重新塑造自己的工作行为, 周期为四周。 

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制定一个好的目标并设

计 出 一 套 可 行 的 方 案 (van Wingerden et al., 

2017a)。其中, Parker, Bindl 和 Strauss (2010)提出

的主动性目标设置可以作为主要的参考。Parker

等(2010)认为一个好的目标需要对以下内容进行

评估：(1)目标的可行性; (2)目标的意义和重要性; 

(3)个体能否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感受到支持。而一

个完整的目标执行过程则包括：意识到理想的工

作情景−具体、现实目标的设置−切实可行的方案−

实际的执行。 

4.3  反馈讨论阶段 

四周结束后, 干预进入反馈讨论阶段。参与

者会被邀请参加反馈讨论会议来进行反思与讨论, 

内容包括自己的成功之处、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

方式等。这一阶段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第五步, 学员对自己工作重塑计划的完成情

况进行评估。第六步, 根据第五步的结果评价自

己在干预实践活动中, 成功地完成了哪些转变并

获得了哪些收益, 干预实践中面临了哪些困难与

障碍, 应该如何加以克服等。经过这一阶段, 学员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与收获 , 并对未来做出了展

望。这是在完成工作重塑的行为干预这一内容之

后的又一次认知干预, 然而它与前面第二、三、

四步的认知干预是不同的, 是在行动经验之后的

深入反思的过程。按照 Posner (1989)所提出的“经

验+反思=成长”的教师成长公式 , 员工们如果仅

有行动, 而没有之后的反思, 那么其行动也只能

形成相对肤浅的认识。而工作重塑这种实践的智

慧只有通过行动经验的获得, 并且以此为基础进

一步地深入反馈与思考, 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创造

才能获得。 

总之, 通过上述完整的干预活动, 参与的学

员可以学会如何通过工作重塑来增加自己的工作

资源和挑战性要求, 并且通过实践活动将其付诸

于实施。值得一提的是, 从干预研究的发展趋势

来看, 干预的流程操作会变得越来越精细, 针对

性和综合性也越来越强。这里的针对性是指会根

据干预的目来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与方法。

例如, 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员工的工作投

入, 那么干预者在理论学习阶段就会选择将理论

进行拆分, 只选取与工作投入密切相关的维度(如

增加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压力), 放弃无关维度

(如减少阻碍性压力)。实际上, 选择增加工作资源

和挑战性压力就是调节定向观中促进定向形塑的

内容, 这也与工作重塑理论的发展趋势相印证。

综合性是指干预过程中使用的干预手段或分析形

式变得综合化和多样化。随着干预研究的丰富 , 

越来越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或范例开始出现, 研究

者在进行干预时有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如在工

作分析阶段, 研究者可以选择的分析方式越来越

多, 既可以选择工作资源−要求分析, 也可以从所

需时间角度对工作加以分类, 或者将多种方式加

以结合。 

5  研究展望 

经过了 10 余年的研究, 工作重塑领域已然积

累了一定的成果, 干预方向的研究也开始起步。

然而, 目前工作重塑干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没

有得到有效解决, 期待着以后的研究者进一步深

入探讨。 

首先, 工作重塑的概念、结构与相应的测量

工具仍不够完善。作为干预方案的根基, 工作重

塑的概念、结构与测量工具已经无法满足工作重

塑干预的需求,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干预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 (张春雨 , 韦嘉 , 陈谢平 , 张进辅 , 

2012)。例如 van den Heuvel 等(2015)的干预研究

中, 尽管从后测的结果来看, 员工对发展机会的

感知、领导−成员交换、自我效能感等都得到了显

著的提高 ,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干预的有效性 , 

但员工在工作重塑量表上的分数却并没有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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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影响了干预方案的影响力。van den Heuvel

等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所使用的量

表不够细致具体, 一些员工报告出的具体的行为

本该属于工作重塑的范围, 但由于测量工具的限

制, 员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和工作重

塑联系起来。所以, 后测的结果并未反映出员工

工作重塑行为有显著的提高。这提醒今后的研究

者必须继续完善工作重塑的理论架构并开发出信

效度令人满意的测量工具。 

其次, 干预方案的纳入因素亟待丰富。相较

于干预研究, 对于工作重塑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

丰富与成熟, 如人格(Bakker et al., 2012; Bell & 

Njoli, 2016; Bipp & Demerouti, 2015)、心理资本

(van de Riet, 2015)、任务的依赖性与独立性

(Ghitulescu, 2007; Niessen et al., 2016)等。实际上

这些工作重塑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用来作为干预方

案设计的考虑要素。譬如研究者可以根据人格特

征对参与者进行分类, 采用针对性更强的干预手

段, 使得干预的收益扩大化。 

再次, 干预的具体操作形式还过于粗放单一, 

有待于不断细化。现有的干预研究的整体设计大

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采用单一的类似于员工培训

的方式。但事实上, 也许仅仅一个小的改变, 就可

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Wrzesniewski 和 Dutton 

(2001)认为 , 只要改变工作中的任意元素 , 员工

的工作就可以得到重新的塑造; Tims 和 Bakker 

(2010)也认为一些工作中细节的改变就会促进员

工的工作重塑行为。因此, 研究者可以尝试仅操

纵实际工作中的某个或某些变量来达到自己的研

究目的。同时, 研究者还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针对不同的群体, 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掘不同的干

预方案。如研究者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 面

向处于组织价值观内化重要阶段的新入职的员工, 

通过操纵社会化策略, 对新员工进行价值干预。 

后, 网络平台的使用与干预方案的优化。

在网络遍布全球的今天, 如果能够使用好网络这

个工具 , 对工作重塑行为的促进作用将不可估

量。传统干预方案的实施往往需要消耗极大的人

力、物力、时间与精力成本, 且在很多情况下干

预的效果难以长期维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工作重塑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而这些问题

在“互联网＋”的时代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如

上文中提到的基于网络的订制反馈和 JCIS, 都是

基于互联网平台来进行干预, 从而减少干预成本, 

获得更好的干预效果。之后的研究者需要注重运

用现代化网络平台来优化自己的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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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ventions of job crafting: A cultivation of employees’ work initiative 

XU Changjiang; CHEN Sh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job crafting theory emphasizes that employees’ spontaneity and initiative to reshape their 

work from the bottom up. Within the realm of organization behavior, how to intervene the job crafting of 

employees has garnered the mos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urrent intervention research, the 

intervention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motivating employees’ crafting motivation, helping employees to 

form a good crafting awareness and cultivating employees' crafting behavior. These three aspects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researchers can choose to intervene in one area or in all three areas. Job crafting intervention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ory learning, plan making and executing, feedback and discussion.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concept,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tools of job crafting, provide 

support for intervention research, enrich the types of intervention research, improve intervention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try to us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tervention research. 

Key words: job design; job crafting; intervention 

 


